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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方微观史学对宏观叙事的构建

王超群

【提要】 微观史学通常被认为与宏观史学相对立并因此被视作“碎片化”的代名词。然而，实
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事实上，微观史学家在专注于历史细节的同时，也在积极地构建宏观的历史
叙事。他们提出了“正常的例外”和“可变的尺度”两个概念作为其宏观叙事的理论根据，并通过个
体与社会的关联性、象征性隐喻、追随、深描、比较等方式在研究实践中建立起微观史与宏观史乃至
全球史之间的联系。而他们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与其所处的多元主义学术语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
系。微观史学与宏观史学特别是与全球史学相融的事实，对于我们走出“碎片化”的历史，以及确立
一种辩证多元的历史认知模式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 微观史学 碎片化 宏观叙事 全球微观史

微观史学是当代西方史学潮流中十分重要的一支。自问世以来，它在取得众多成果的同时，也
引发了很多争议。迄今为止，围绕微观史学最大的争议就是，它是否与宏观史学相对立? 换言之，微
观史学能否对宏观层面的历史作出解释? 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两种不同的声音。一
部分学者认为微观史学只关注微观层面的历史而未能对宏观的历史现象作出解释，从而造成了历史

学的“碎片化”问题。例如，德国学者于尔根·科卡( Jürgen Kocka) 就批评微观史研究偏好历史的细
节而不顾广阔的背景，认为这导致了历史学的琐碎化。① 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多斯( François Dosse)
也指责专注于微观研究的历史学家“没有集体计划”，使得历史研究走向“个体化和局部化”，也就是
所谓的“碎片化”。② 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将微观史学视作某种以历史碎片为中心的后现代主义历
史观的做法，进一步加深了学界的这种认识。③

与之相对，另一部分学者坚决反对将微观史学等同于“碎片化”的看法。首先是微观史学家一再
强调他们对宏观研究的追求。乔万尼·莱维( Giovanni Levi) 宣称，“微观史学是以不牺牲个体元素
的知识来获得更广泛的概括。”④娜塔莉·泽蒙·戴维斯( Natalie Zemon Davis) 更是直言，“一部好的
微观史同时需要具备细节、证据和 histoire totale［总体史］的雄心。”⑤他们的主张也得到一些史学家
的声援。如格奥尔格·G. 伊格尔斯( Georg G. Iggers) 曾说:“指责微观史学家只考察小社区而很少或

631

①

②

③

④

⑤

于尔根·科卡:《社会史: 理论与实践》，景德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21 页。
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马胜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54 页。
F. Ｒ. Ankersmit，“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History and Theory，Vol. 28，No. 2，1989，p. 149.
Giovanni Levi，“On Microhistory”，in Peter Burke，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2nd edition，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1，p. 112.
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 －伯克编:《新史学: 自白与对话》，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6 页。



论西方微观史学对宏观叙事的构建

没有涉及更为广阔的语境是缺乏根据的。”①国内也有学者指出微观史学通常与宏观历史联系在一
起。② 不过，与前一种声音相比，后一种声音时常被“微观”和“碎片化”的标签所掩盖，长期以来未能
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不论是国外史学界③还是国内史学界④都渐次注意
到微观史学具有的宏观面相，但总体而言还缺乏对这一问题的专门论述，加之目前国内史学界有关

“碎片化”问题的争议也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学界有必要集中审视微观史学的宏观取向。本文拟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考察微观史学的宏观构建，进而对其追求宏观叙事的思想根源进行深入探

究，以期对如何避免“碎片化”的历史研究有所启发和借鉴。

一、围绕“线索”和“尺度”的理论构建

在以往的研究中，微观史学的理论构建问题并未得到充分关注，⑤一个惯常认识就是微观史学只

是一种史学实践，它不具备自己的理论工具。如科卡就认为微观史学断然拒绝理论而坚持直接的经
验。⑥ 正因如此，微观史学被其批评者断定为无法构建宏观叙事。然而，事实是“虽然微观史学本质
上是一种史学实践，但其理论参考却是多种多样的”。⑦ 微观史学最为核心的理论问题就是如何将
微观层面的历史与宏观层面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不过，如金兹伯格所言:“宏观史与微观史之间的调
和绝非理所当然的”，“微观层面取得的结果不能自动转化到宏观层面( 反之亦然) ”。⑧ 为破解这一
难题，微观史学家从研究之初就开始积极地进行理论构建，并且在微观史学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不断

更新和强化他们的理论工具。
“正常的例外”( normal exception) 是微观史学家最早提出的理论概念，它奠定了微观史学的理论
基调。“正常的例外”又称作“例外的正常”( exceptional normal ) ，首先是由爱德华多·格伦迪
( Edoardo Grendi) 于 1977 年提出的，其意在强调一个聚焦于反常现象的个案研究对于构建历史普遍
性的重要意义。⑨ 之后，金兹伯格和卡洛·波尼( Carlo Poni) 对这一概念的内涵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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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他们认为“正常的例外”这一表述至少具有两个层次的含义。“首先，它指的仅仅是明显例外的
文献。”这里提及的文献主要是指欧洲前工业化时期宗教异端和罪犯的审判记录，它们构成了早期微
观史研究的主要史料来源。根据金兹伯格和波尼的解释，正是因为“这些审判中绝大多数涉及的都
是非常普遍且通常影响不大的罪行”，因此，可以断定“在工业化之前的社会中，某种类型的越轨行
为，事实上即便是违法行为，也是常态”。“正常的例外”还具有另外一层含义，也是更为重要的一层
含义。“如果资料对底层阶级的社会现实保持沉默或是系统扭曲的话，那么一份真正例外( 并且因此
从资料统计上来看并不常见) 的文献可能比一千份同一类型的文献更具启示作用。”在以往的史学研
究体系当中，底层群众通常是作为与精英阶层相对立的整体而出现的，而其中个体的生活状况甚少

得到关注。对于底层阶级的研究来说，一份“真正例外的文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够“作为隐
藏现实的线索或痕迹发挥作用”。① 也就是说，一份以底层个体为中心的特殊文献能够作为线索引
导历史学家发现潜藏的社会结构，从而获得对于底层社会整体的重新认识。
金兹伯格对“正常的例外”的内涵继续深入发掘，提出了一种以线索或者例外为基础的“证据范

式”( the evidential paradigm) 。这种范式区别于以伽利略物理学为基础的科学范式。它的主要特征
是用极为微小的线索或不易察觉的细节来理解更为深层次的社会现实，也就是金兹伯格所说的“从
未被考虑或未曾注意到的细节中，从垃圾堆中，发现秘密和隐藏的事物”。② 金兹伯格追溯了这种范
式的来源，认为它虽然萌生于 19 世纪末的人文科学领域，但其根源深植于早期的人类文明当中。
“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人类都曾是猎人。在无数次的追猎过程中，他学会了根据地上的足迹、折断的
树枝、粪便、一簇簇的毛发、缠结的羽毛和滞留的气味，来重现消失不见的猎物的形状及其移动的轨
迹。他学会了对这些如唾液般微小痕迹的发现、记录、解释和归类。他学会了如何在丛林深处，或是
在充满危险的草原上，以闪电般的速度进行复杂的思维活动。”③在金兹伯格看来，历史学家的研究方
式与猎人通过痕迹追踪猎物的方式是一脉相承的。金兹伯格的“线索—证据范式”可视作对“正常的例
外”概念的深化和发展，这一范式的久远历史为“正常的例外”提供了根源上的合法性。
除“正常的例外”，微观史学家还提出“可变的尺度”( a variable scale) 作为微观史学构建宏观叙

事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概念最早是由莱维于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的。彼时，微观史学研究已取得
显著成绩，其微观化的研究方法日益引起人们的兴趣，而与此同时它对宏观研究的诉求越来越受到

质疑或是无视。面对学术界的误解和质疑，莱维对微观史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解释，并且进
一步提出“可变的尺度”的理论主张来驳斥人们将微观史学等同于微观化研究方法的错误认识。莱
维强调不能根据研究主题的微观维度来定义微观史学，因为“对于微观史学来说，缩小尺度只是一种
分析程序，它可以应用于任何地方，而不受被分析对象规模大小的影响”。在莱维看来，每一个历史
事件中都蕴含着不同的历史维度。“即便是表面上最为微小的举动，比如有人要买一条面包，实际上
也囊括了更为广泛的全世界的粮食市场体系。”正因如此，历史学家若想要获得更为全面的历史认
识，就需要不断地转换他们的观察尺度。“通过改变观察尺度，以前被认为得到充分描述和理解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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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呈现全新的含义。尽管最初的观察是在相对狭窄的范围内进行，并且是作为实验而不是例子，但
是利用这些结果可以得出更广泛的结论。”①尺度的转换为历史学家带来了新的历史知识，因而也就
为书写一种更为复杂、更为多元的历史提供了可能。
莱维的理论观点为法国学者雅克·勒韦尔( Jacques Ｒevel) 所发展。沿着莱维的道路，勒韦尔继

续强调尺度变化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他用两个比喻来说明:“改变镜头的焦距不仅会放大( 或缩
小) 被观察对象的尺寸，还会改变其形态和构成。或者，用另一个比喻来说，改变地图的比例不仅仅
是以更大或更小的模式来描绘一个恒定的事实，而是改变所描述的内容( 即选择什么是被描述

的) 。”勒韦尔借助镜头和地图变化的原理所要表达的是，尺度的变化不仅会影响历史学家的观察规
模，更为重要的是会影响他们所观察到的历史内容。与莱维相比较，勒韦尔更为明确地提出“分析尺
度的变化是微观史学定义的一个基本要素”。勒韦尔认为，微观维度并不享有任何特权，对于微观史
研究者来说重要的不是选择何种特定的尺度，而是理解和认识尺度变化的原理与意义。在尺度变化
的理论基础上，勒韦尔还进一步指出了地区史与全球史之间的关联性。在勒韦尔看来，“地区史和全
球史之间不存在不连续性，更不存在对立”，这是因为每个历史行动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从地方
到全球的不同层面的历史进程。②

“正常的例外”和“可变的尺度”是微观史学最为突出的理论创见。如果说“正常的例外”是微观
史学家用一种较为含蓄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宏观叙事的追求的话，那么“可变的尺度”则是微观史学
家用一种更为直白的方式来说明宏观尺度在微观史学中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二、由微观到宏观的三重路径

“正常的例外”和“可变的尺度”为微观史学家的宏观叙事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而在研究实践
中，他们真正由微观走向宏观主要凭借三种路径: 一是社会史路径; 二是文化史路径; 三是全球史路

径。这三种不同的路径彰显了微观史学内部的分歧和张力，也反映了它与其他学科分支的联系。接
下来，笔者将借由微观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对此展开具体的分析。
社会史路径主要是通过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联性将历史观察的规模由微观维度扩展到宏观维

度。这一路径植根于 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史学界兴起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运动，其中英国马克思
主义史学家 E. P. 汤普森( E. P. Thompson) 的新社会史研究③对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路径强
调个体特别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个体作为历史参与者具有的能动性。金兹伯格的代表作《奶酪与
蛆虫》就展现了 16 世纪的小磨坊主梅诺乔( Menocchio) 在不同文化层次流通中所发挥的能动作用。
这位生活在意大利偏远山村的小磨坊主“支持宗教宽容的言论和对彻底社会变革的渴望都具有原创
的印记”。④ 金兹伯格认为，这并非他被动接受外部文化带来的影响，而是其自身的大众文化背景与
精英文化相碰撞产生的结果。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一书围绕着一起冒名顶替案描绘了 16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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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三位法国年轻村民的冒险活动，其中女主人公贝特朗·德罗尔斯( Bertrande de Ｒols ) 在婚姻生活
和情感纠葛中的自主性尤为值得关注。戴维斯笔下的贝特朗“对如何对付加诸女性身上的限制，她
抱着敏锐的现实主义态度”。① 她在那起案件中为保全自身的名声和利益所采取的种种策略，说明
农民世界的女性在婚姻规范和道德约束之下仍具有一定的空间和自由度。在《承袭的权力: 一个驱
魔师的故事》一书中，莱维以 17 世纪意大利驱魔师乔瓦·巴蒂斯塔·基耶萨( Giovan Battista Chiesa)
的故事为线索，重构了他所在村庄桑泰纳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强调底层社会中个人和家庭策略在地

产经营、土地交易、权力运作以及权力继承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② 总的来说，社会史的路径通常
是在整体社会结构中探究个体自由意志的范围和性质，而个体的自由又反映了结构中潜藏的异质多

样性。
与社会史路径相对的是文化史路径。这一路径主要借助象征性隐喻的手法建立微观与宏观之

间的联系，其理论来源是以克利福德·格尔茨( Clifford Geertz) 为代表的阐释人类学。美国历史学家
罗伯特·达恩顿( Ｒobert Darnton) 的《屠猫狂欢: 法国文化史钩沉》可视作这一路径的典范之作。达
恩顿与格尔茨都曾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两人还合开一门探讨历史与人类学的专题课长达二十余

年。格尔茨对达恩顿研究的影响清晰地显现在他对屠猫这一历史事件的解析中。18 世纪 30 年代，
在巴黎圣塞佛伦街，印刷所的两名学徒工热罗姆( Jerome) 和莱韦耶( Léveillé) 对猫进行大肆捕杀，这
其中就包括师傅家的宠物猫“小灰”。不仅如此，印刷工们还对杀猫之举进行了仪式化的表演，他们
审判那些猫，为它们举行临终仪式，并最终在刑台上将其绞死。之后，这幅场景不断在印刷所中模拟
重演，而且每次都会惹得印刷工们哄堂大笑。在达恩顿看来，“猫象征巫术、性欲和家庭生活”，而
“模仿仪式对猫展开屠杀的用意是工人对老板同时进行审判、集体强暴和反叛”。屠猫是表面的，它
实际表达的是“全体工人普遍对于资产阶级所怀的恨意: ‘师傅爱猫，于是工人恨猫’”。③ 这在象征
层面上预演了后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群众暴动。显然，达恩顿借用了格尔茨的文化概念，即文化是
由符号集结的意义之网。④ 他将屠猫作为一种表征符号来解析近代法国底层社会的文化，通过对符
号与象征意义之间的深度描述实现了历史叙事由微观到宏观的过渡。
长期以来，这两种路径的践行者们就因构建宏观叙事方式的不同而争执不断。这种两派相争的

局面在意大利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意大利史学界，以莱维为代表的社会微观史学派与以吉安娜·波
马塔( Gianna Pomata) 为代表的文化微观史学派之间呈现针锋相对的局面。⑤ 前者倾向于以历史行
动者的实践经验来寻求与更大历史单位的关联，他们批判阐释人类学的方法，认为公共符号和象征

之间不存在一种均质的意义; 后者反唇相讥，认为前者只会诸如实践这种硬邦邦的东西，而没有考虑

到那些探究意义的历史学家的具体问题。这种无休止的纷争加剧了微观史学内部的分化，也在一定
程度上遮蔽了他们共同的理论追求。大约从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开始，一些微观史学家试图跳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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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50 页。
Giovanni Levi，Inheriting Power: The Story of an Exorcist，trans. Lydia G. Cochran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
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 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健忠译，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第 4、5、101 页。
Clifford Geertz，“Thick Description: 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Basic
Books，1973，p. 5.
参见 Sigur ur Gylfi Magnússon，“‘The Singularization of History’: Social History and Microhistory within the Postmodern State of
Knowledge”，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Vol. 36，No. 3，2003，pp. 712 －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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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纷争，寻求新的研究路径。微观史学最具挑战性的发展便是转向全球，①同时这也是目前为止最
能体现微观史学家宏观目标的一种研究取径。
在微观史学家中，最早明确提出将微观史与全球史结合到一起的是金兹伯格。2005 年，他在

《纬度、奴隶与〈圣经〉: 微观史学的实验》一文中集中探讨了一位名叫让 －皮埃尔·帕瑞( Jean-Pierre
Purry) 的加尔文教徒的早期殖民计划。通过帕瑞的案例，金兹伯格旨在“打破一些将微观史与理论
分裂开来的思想障碍”，用以表明“一个随机选取的生命可以使统一世界的尝试及其一些意涵变得具
体可见”。② 微观史学家取径全球史的做法与全球史学家试图修正“全球化范式”、寻求“自下而上”
研究的趋向不谋而合，③从而产生了一种被称作“全球微观史”( global microhistory) 的新历史。④ 全球
微观史简单来说就是在全球史的视野下展开微观史的研究。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这两部分的内容
有机地融合到一起。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 一) 追随。一些微观史学家将视线聚焦于过去历史中具有跨界活动的个体或群体，追随其经历

来理解和反思全球性的历史结构问题。他们的研究通常“没有固定的参考地点，而是根据所涉议题
的动态变化在不同区域间穿行”。⑤ 例如，戴维斯在《骗子游历记: 16 世纪两个世界间的一个穆斯林》
一书中就追随 16 世纪的一位跨境者哈桑·瓦赞( al-Hasan al-Wazzan) 的脚步，讲述他利用双重身份
游走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两个世界的故事。戴维斯利用瓦赞的个人经历探讨了跨文化的联系与认
同问题。她笔下的瓦赞“具有双重视野、维系着两个文化世界、时常想象着两种类型的读者、运用从
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化中习得的技巧并以自己的方式融入欧洲的元素”。⑥ 意大利学者弗朗西斯卡·
特里维拉托( Francesca Trivellato) 的《陌生人的熟悉度: 近代早期的西班牙犹太移民社团、利沃诺和跨
文化贸易》采取了类似的研究方式。特里维拉托以埃尔加斯和西尔韦拉两个家族的商业伙伴关系为
焦点，追踪了近代早期一群西班牙犹太商人的活动轨迹。这些商人作为贸易中介不仅连接南欧和大
西洋，还与里斯本的天主教徒和果阿的印度教徒建立了一个真正跨文化的贸易网络。特里维拉托发
现，在这种跨文化的贸易网络当中，商人依靠的并非血缘、亲属或种族关系而是跨越集体身份归属类
别建立的一种商业团结。⑦

( 二) 深描。与追随的方式有所不同，深描主要是通过对历史参与者所处特定语境的深度分析来
展现本土与全球的紧密联系，其研究对象大多长期处于某一固定区域而较少在全球网络中流动。这
种研究方式又被称作“深远的微观史”( far-reaching microhistory) ，其研究前提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全球视野对处于其自身局部环境中的每个个体都产生了影响。”⑧英国学者沈
艾娣( Henrietta Harrison) 的《传教士的诅咒: 一个华北村庄的全球史( 1640—2000) 》和德国学者多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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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Hans Medick，“Turning Global? Microhistory in Extension”，Historische Anthropologie，Vol. 24，No. 2，2016，pp. 241 － 252。
Carlo Ginzburg，“Latitude，Slaves，and The Bible: An Experiment in Microhistory”，Critical Inquiry，Vol. 31，No. 3，2005，p. 682.
林恩·亨特:《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赵辉兵译，大象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4 页。
Tonio Andrade，“A Chinese Farmer，Two African Boys，and a Warlord: Toward a Global Microhistory”，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21，No. 4，2010，p. 574.
Sebastian Conrad，What Is Global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6，p. 121.
Natalie Zemon Davis，Trickster Travels: A Sixteenth-Century Muslim Between Worlds，Hill and Wang，2006，pp. 12 － 13.
Francesca Trivellato，The Familiarity of Strangers: The Sephardic Diaspora，Livorno，and Cross-Cultural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
Sigur ur Gylfi Magnússon，“Far-Ｒeaching Microhistory: The Use of Micro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a Globalized World”，Ｒe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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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萨克森迈尔( Dominic Sachsenmaier) 的《在地之人的全球纠葛: 朱宗元及其相互冲突的世界》
为此种类型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沈艾娣在其著作中深入考察了山西洞儿沟村三百多年的信
教史，试图揭示本土化与全球化之间的张力关系。洞儿沟本是一个深居内陆的小村落，却因天主教
的传入与全球的历史产生了联系。这种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其演变模式与传统基督教史研
究中“文化适应”的论调相背离。① 沈艾娣在语境的历时性变化中找寻地方与全球的互联，而多米尼
克在语境的共时性重叠中再现了地方与全球的纠葛。他笔下的朱宗元处于一个多元且重合的历史
语境当中。朱氏出生于明末浙江宁波的一个下层文人家庭，虽然终其一生未曾远离故土，但他的生
活和写作超越了本土语境。他既是一名儒生又是一名天主教徒，同时从儒学与天主教两个思想世界
汲取养料，他的书写属于晚明和天主教两个书籍市场。在朱宗元身上，地方史与全球史以一种繁杂
的形式杂糅交织在一起。②

( 三) 比较。除了前面提到的追随和深描，微观史学家还主张通过比较的方式将微观史与全球史
连结在一起。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金兹伯格和戴维斯就尝试以比较研究来拓展微观
史学的宏观维度。③ 虽然两位学者在研究之初都无意为微观史学搭建一个全球史的框架，但他们的
比较对象具有的跨境属性却在无形之中将其视线从区域引向全球。近年来，微观史学家越来越明确
地认识到比较研究在微观史学向全球史学扩展中的作用和价值。2010 年，戴维斯在一场题为“去中
心的历史”的演讲中，就以比较研究的实例来说明在地方故事中应用全球视角的可能性。④ 2011 年，
特里维拉托在对全球史时代微观史学出路的省思中，再次强调了比较研究具有的启发性潜力。⑤ 到
目前为止，微观史学家还尚未推出以比较方式展开的成熟的全球微观史作品，但这种研究方式的潜

能和益处已得到广泛的认可。

三、微观史学追求宏观叙事的思想根源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微观史学家从未忽视对宏观历史议题的关注，不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

层面，他们都在积极地构建宏观的历史叙事。而学界对于微观史学排斥宏观叙事的看法，实际上是
对它的一种误读。至于微观史学为何坚持追求宏观叙事，则是由其内在的学术理路所规定的。在此
本文借鉴英国历史学家昆廷·斯金纳的“语境论”研究法，回归到微观史学生发之时的学术语境中，
再现微观史学家的动机和意图。⑥ 唯有如此，才能对微观史学追求宏观叙事的思想根源有一个更为
深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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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nic Sachsenmaier，Global Entanglements of a Man Who Never Traveled: A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Christian and His Conflicted
World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8.
Carlo Ginzburg，Ecstasies: Deciphering the Witches＇ Sabbath，trans. Ｒaymond Ｒosenthal，Pantheon Books，1991; Natalie Zemon Davis，
Women on the Margins: Three Seventeenth-Century Liv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Natalie Zemon Davis，“Decentering History: Local Stories and Cultural Crossings in a Global World”，History and Theory，Vol. 50，
No. 2，2011，pp. 188 － 202．
Francesca Trivellato，“Is There a Future for Italian Microhistory in the Age of Global History?”，California Italian Studies，Vol. 2，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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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斯金纳的解释，其方法所暗含的意蕴是“我们的主要注意力不应该落在作者个体身上，而应该落在他们那个时代更为普遍
的话语上”。参见 Quentin Skinner，Visions of Politics，Vol. 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 9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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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观史学生发之际，西方学术领域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后现代主义盛行。这股思潮“发轫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建筑、艺术与文学的评论，60 年代则在思想与哲学园地发荣滋长，70 年代以降，便席
卷社会科学”。① 后现代主义带来了一种多元主义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有学者甚至认为，后现
代主义是个被随意乱用的词语，其实际只是“多元主义”的代名词。② 实际上，这样的看法也并非毫
无根据。因为像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 、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 、海登·怀特
( Hayden White) 这些公认的后现代主义大师都信奉和推崇多元主义。怀特甚至称自己是“一名真正
的多元主义者，一个甚至准备在与历史知识有关的问题上背负激进相对主义标签的人”。③

当时在人文学界，多元主义成为一种思想导向。1979 年，美国文学理论家韦恩·C. 布斯就以一
种呼吁的语气说:“成为一名多元主义者，因为多元主义所服务的目的比任何可想象到的关于整个人
类话语的全面而连贯的理论都更为重要。”④一个更为典型的事例是创刊于 1974 年、致力于人文学界
跨学科交流的国际顶级刊物《批评探索》，将多元主义确立为自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追求。其主编米
切尔更是提出“辩证多元主义”( dialectical pluralism) 的思想理念。米切尔富有洞见地指出，“辩证多
元主义”既不同于“无目的的折衷主义”，也不同于“伪装的压制性宽容”，它的目标是“转变、转化或
者至少是对任何关键性冲突中的利害关系有所澄清的那种交流”。⑤ 这种新型多元主义的重要意义
在于它打破了西方文化传统中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因而也就从根本上避免了因对立局面失衡而再

次落入一元陷阱的情形。
对多元主义的追求在历史学内部也有所反映，这主要体现在当时的史学变革中。1979 年，英国

历史学家劳伦·斯通在《叙事的复兴》一文中说道: “如果我的判断准确的话，那么‘新史家’向叙事
的转变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尝试为过去的变化提供一种一以贯之科学解释的时代宣告结束。”⑥

斯通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准确地把握了当时的史学发展趋势。正如伊格尔斯借斯通之口所道出的，
“20 世纪 70 年代观察和书写历史的方式发生了一场根本性的变化。社会科学历史学的中心信仰，
即‘为过去的变化提供一种一以贯之科学解释’是可能的，已经被广泛摒弃。取而代之的是对人类存
在最为多变的各个方面重新产生了兴趣。”⑦可以说，20 世纪 70 年代发生了一场史学变革，这场变革
带来了历史观念的彻底转变，单一的、线性的历史观念遭到抵制，一种新的“历史多元主义”
( historical pluralism) 的观念日渐兴起。
在这场史学变革中，曾在西方史坛占据主导地位的两个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和以布罗代尔

为代表的年鉴学派首当其冲。这两派史学的相通之处，在于它们都倾向于以一种长时段的整体化模
式来构建历史。此种研究模式虽然赋予了历史学以科学化的形式，却损害了历史原本的多元复杂
性。伴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到来，历史学对长时段结构的偏好遭到了广泛的质疑和批判。例如，福柯
就曾不无指责地说道:“思想史、知识史、哲学史、文学史都在寻求和发现越来越多的不连续性，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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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本身却在放弃突发的事件而倾向于稳定的结构。”①他提出了一种断裂的、多元的历史时间观
念，这给历史学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与此同时，历史学家们也对长时段的概念展开反思性批判。只
不过与福柯这样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有所不同，他们采取了一种更为保守的态度，走上了一条米切

尔式的“辩证多元主义”之路。法国学者米歇尔·伏维尔( Michel Vovelle) 是较早倡导在历史学中确
立长短时段新辩证关系的学者之一。伏维尔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新一代的重要代表，同时也是年鉴
学派“新史学”的中坚人物，因此，他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对长时段的遗产批判性继承的基
础上，伏维尔指出，“史学研究远不是只有长时段研究一条路可走”，短时段与长时段具有同等重要
性，二者之间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处于一种错综复杂的辩证关系之中。另据伏维尔观察，当时“史学研
究的整个系列都为短时段与长时段的辩证关系、为事件与长时段的相互作用所吸引”。②

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是这场史学变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金兹伯格、莱维、格伦迪、波
尼这些早期的微观史学家都有着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背景。不过，到 20 世纪 70 年代，他们都对
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那种概括化、整体化的思维方式感到不满。③ 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些历史学家同
时也对年鉴学派的史学研究进行批判。他们指责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分析“产生了一种抽象的、均质
的社会史，尽管打着科学的标签，但它却没有血肉，无法令人信服”。④ 正是在对旧有史学研究体系
的反抗中，他们开启了微观史学的研究。
意大利的微观史学家摒弃了整体史的研究范式，试图重新确立一种能够容纳多元存在的历史研

究模式。莱维说:“微观史学试图构建一个更加灵活的概念模型，一个对社会和文化的构成具有较少
偏见的分类，以及一个拒绝简单化、二元假设、两极分化、僵化的类型和寻找典型特征的分析框
架。”⑤显然，这是对整体史研究范式的突破和修正。他们从一开始便为微观史学的分析规定了两方
面的内容:“一方面，通过缩小研究规模，它可以在很多案例中重构‘真实的生活’，这在其他类型的
史学中是无法想象的。另一方面，它主张考察生活体验得以阐明的潜在结构。”⑥通过这两方面的内
容可知，微观史学的目标是塑造一种兼具微观维度( 短时段 /事件) 与宏观维度( 长时段 /结构) 的多
元的历史类型。
其实，不唯意大利，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微观史学家们也都具有相似的研究愿景。例如，美国微观

史学的领军人物戴维斯就主张“历史学家必须在这些高度聚焦的研究和更加宽泛的研究之间保持不
间断的对话。”⑦同样，作为法国微观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勒韦尔也认为“历史学家不应该只是
借用他所研究的历史行动者的语言，而应该使用这种语言为更广泛和更深入的研究指明方向。”⑧德
国微观史研究的先驱者汉斯·梅迪克( Hans Medick) 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在梅迪克看来，历史进程
是双重构成，社会史研究要理解和展现“环绕的结构和‘主体’能动性之间复杂且相互依赖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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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① 虽然他们的研究风格不尽相同，却都主张同时对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历史进行研究。这
似乎验证了冰岛学者西古尔·吉尔菲·马格努森的断言: “所有的微观史学家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取
向，即建立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联系。”②

微观史学家的研究动机和意图反映了他们对“历史多元主义”的追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
追求的“历史多元主义”与怀特、安克斯密特等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家主张的“历史多元主义”有着很
大的不同。前者预设的是“对过去的历史有许多同样合理的解释”，而后者假定的是“对过去事件
( 按照惯例我们称之为‘历史’) 的不确定领域有许多不同但却具有同等意义的构建”。③ 从根本上来
讲，这两种不同的“历史多元主义”来源于他们对历史本体的不同认识。在微观史学家看来，历史就
是过去的现实，只不过这种现实不再是单一的、连续的而是多元的、异质的。而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家
认为，历史就是叙事，每一个叙事的历史学家都是在进行虚构，由此带来了不同角度、不同立场的多
元的历史构建。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家“斩断了历史学家文本与过去的实在之间的所有认识论链
条”，④这就使得他们的历史多元主义因失去参照和衡量标准而容易陷入相对主义。金兹伯格和莱
维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不断地批评和驳斥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等人持有的相对主义立场，其主
要原因是“这种立场将史学降低到文本维度，剥夺了它的认知价值”。⑤

总的来说，20 世纪 70 年代，从人文学界到历史学内部，多元主义在当时的人文学术共同体中已
成为一种普遍的追求。微观史学正是顺应这股思想潮流而产生的，它是多元主义学术语境的构成和
反映。因此，追求多元性便成为微观史学的内在规定和要求，这就决定了它无法满足于单一的微观
史研究而坚持对宏观历史叙事的追求。不过，微观史学家虽然追求多元主义，但终没有像怀特、安克
斯密特或福柯那样走向一种极端。他们与这些后现代主义的旗手们刻意保持距离，反对其推崇的相
对的、破碎的“历史多元主义”。作为实践中的历史学家，他们从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出发，试图通过
确立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辩证关系来恢复过去历史的多元复杂性。

结 语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面对微观史学的到来，就有学者不断哀叹历史学正在走向一条“碎片
化”的不归之路。⑥ 这种看法包含着对微观史学的极大误解。不可否认，微观史学对边缘个体的关
注确实给现有的宏大叙事体系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它对宏观叙事的追求和构建表明这是走向新的

历史综合的必然过程。实际上，以宏观目标为导向的微观史学并未造成历史学的“碎片化”。真正的
“碎片化”恰恰来自对微观史学不甚了解的粗浅模仿，其主要表现是沉迷于个体经验的描述而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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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宏观历史结构分析的能力。就中国史学界而言，这种“碎片化”现象在社会史研究领域表现得尤为
明显。① 历史学家若要走出“碎片化”困境，首先面临的是要走向哪里的问题。微观史学的宏观叙事
无疑给学界带来了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摒弃微观与宏观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重新确立一种辩证

多元的历史认知模式。微观史学家在研究实践中打破了短时段与长时段、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对立关
系，从而建立微观史与宏观史乃至全球史之间的联系。
其实，在当前史学界不只是微观史学在作这种努力，宏观史学亦是如此。一个明显的事例是全

球史学家越来越重视微观维度的历史。2005 年，美国全球史学家杰里·H. 本特利提出的“普遍的
世界史”( an ecumenical world history) 就有志于将宏观史和微观史的内容都囊括其中。② 2018 年，英
国全球史学家理查德·德雷顿和大卫·莫塔德尔在一场关于“全球史未来”的讨论中更是直接表明
“一部有自我意识的全球史既不会忽略‘小空间’，也不会回避不连续的历史经验的特殊性和陌生
感。”③不唯如此，近年来全球史学家还与微观史学家进行持续性的对话。2016 年，在威尼斯召开了
以“空间之间: 连接微观史和全球史”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2018—2019 年，在华威、佛罗伦萨和牛
津又连续举办了三场相关主题的会议。2019 年 11 月，在史学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史学刊物《过去与
现在》推出“全球史与微观史”的主题增刊，将这些研讨会中的重要文章收录其中。④

微观史学与全球史学日趋合流的事实告诉我们，单一的微观史或宏观史都不是未来历史研究的

理想出路，未来史学将走向一种微观与宏观互补的综合性研究。在经过后现代主义的洗礼之后，单
一的、整体化的历史书写模式已不再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即便是支持长时段、大历史回归的乔·古
尔迪和大卫·阿米蒂奇也将微观史与宏观史的融合视作未来历史书写的一个新趋势。他们呼吁:
“微观史学与宏观史学即短期分析和长期概述应该协同作业，以产生一种更为专注、灵敏和富有道德
意蕴的综合性研究。”⑤未来，历史学家面临的任务是如何通过多样的方式将微观史与宏观史辩证有
机地融合在一起，这是历史学面临的挑战，也是其潜力之所在。

( 作者王超群，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邮编: 250100)
( 责任编辑:李桂芝)

( 责任校对:董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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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strong critical thinking allows him to identify some institutional flaws in the financial system of the
dynasty，and some of his conclusions are still quite enlightening to scholars today.

The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History Workshop and the Ｒise of Social History in South
Africa / / Li Pengtao

In the 1970s，social history studies in South Africa flourish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creasingly fierce
anti-apartheid struggle， especially represented by the History Workshop at the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Johannesburg. The Wits University History Workshop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Marxist
historiography and universal African historiography，while representing its own distinctive features. The
Wits University History Workshop had actively promoted a“bottom-up”approach to social history writing，
taking history as a tool for anti-apartheid struggle. It strived to awaken the black people to think about their
own historical status and to remember their historical mission. The workshop had greatly induced the rise of
social history studies in this country，and it occupies an important pla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South African historiograph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Macro-narratives in Western Microhistory / / Wang Chaoqun

Microhistory is often considered to be the opposite of macrohistory and therefore regarded as
synonymous with the“fragmentation”of historical research. However，this is not the case. In fact，micro
historians are active in constructing macro historical narratives while focusing on historical details. They
have proposed the concepts of“normal exception”and“variable scale”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ir
macro-narratives. In practice，they have established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micro-level，macro-level，
and even global-level in history through identifying individual-society correlation， using symbolic
metaphors，tracing changes，and offering thick description and comparison，to name some examples. Their
effort to connect microhistorical research and macrohistorical narrativ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luralist
academic context in which they lived. The entangled relationship between microhistory and macrohistory，
especiall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global history，is instructive for us to step out of“fragmented”history
and to establish a dialectical and pluralistic historical cognitive model.

How Can Historians Change the World ? Zheng Tianting ＇ s Historical Practice and Its
Significance / / Hu Wei，Zhao Xingsheng

In order to carry forward the extraordinary tradition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especially of modern
Marxist historiography，we need to pay equal attention to study general theories and to excavate historians＇
individual practices. By doing so，we can set up examples and offer guidance for future researchers.
Historian Zheng Tianting＇s practice is a good example. He had a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view on how
to apply scholarship to changing the world: his“observation of the world”was to focus on national welfare
and people ＇s livelihood; his “living by the world” was to follow the general trend of times; his
“involvement in the world”was characterized by his excellent skills of applying scholarship to worldly
practice，by his respect of moral values such as loyalty to the country and forgiveness to the enemies，and
by his attentiveness to people＇s living need. His practice inspires us that academic research needs to be
combined with concrete practice，and that，for a scholar，while individual scholarship is important indeed，
public contributions by ways of worldly application are equally indispens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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